
308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二期（2021年春季）：308-341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Youth” Discourses in Post-
war Taiwan

張宗坤*
Zackary Zong-Kun CHANG

一

2019年上半年，臺灣終於擺脫「亞洲四小龍」長年墊底的醜態，經濟

成長率與新加坡、日本與南韓相比居冠。「勇奪四小龍第一名」的政績，也

成了蔡英文政府成功擺脫對中國大陸經貿依賴的宣傳詞。1然而，任憑經濟

成長率如何高升，「崩世代」與「厭世代」的「低薪」仍是社會熱議的話

題。「世代」在此作為人們辨認時代問題─「低薪」─的關鍵：連續

數年發生的實質薪資倒退，2世代之間收入、名聲與財富的不平衡感，使得

「青年低薪」幾乎變成日常生活中固定連用的詞彙：低薪是當代青年專屬

的、最沈重的負擔，面對臺灣茫茫未來的青年無不背負著低薪的十字架。

事實上，世代不只是低薪問題的解釋，舉凡就業市場、消費商機或政

治傾向的討論，世代也是社會大眾辨認這些問題的重要媒介。隨著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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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溫貴香。2019/08/01。〈總統：臺灣第2季經濟成長勇奪亞洲4小龍之冠〉，
《中央社》。Retrieved from: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010051.
aspx on Aug 2, 2019.

2 根據國發會研究，2017年20-24歲勞工的經常性薪資平均為1999年的九成一。見
黃立偉、張國樑。2019/04/10。〈國發會調查：青年薪資僅20年前的91%〉，
《公視新聞網》。Retrieved from: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8441 on Aug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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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初入職場， 3不少商管雜誌和企業人士紛紛開始比較他們在職場中與六

年級、七年級生之間的差別。4企業之所以討論八年級生的問題，考慮的是

如何考慮的是如何化解職場中的『世代矛盾』、管理規訓這些人成為企業

需要的『勞動力』。強調他們在情感與態度上異於其他年級。也有不少文

章討論到八年級生的新興創業熱潮，或是試圖解釋八年級生的消費風格。

這類文章多半著重介紹成功個案的創業經驗，並強調八年級生具有的「想

像力」、「創造力」、「未來性」以開啟市場不同的可能，這些智識能力

終歸為創業和商機服務。青年的就業問題也一直是臺灣政壇的焦點：從蔡

英文2 0 1 6年大選的「青年好政」青年政策白皮書、2 0 1 8年年中行政院提

出的「我國薪資現況、低薪研究及其對策」，到2019年年初國民黨或民進

黨的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政見會，青年低薪也都被列為重要的討論議題。

2014年「太陽花學運」以降，不少新興或既有的政治團體也特別強調參政

的青年是政治上的新世代，建構基於世代的「新政治對舊政治」對立，並

強調新一代的他們將會為臺灣的兩黨政治格局帶來嶄新的風氣。2020大選

時的「韓粉」論述，強調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支持者多半是40歲以

上的中高齡人，標記這個年齡群體在同性婚姻、兩岸問題或經濟發展態度

上的同質性，成功地確立青年與中年間的敵對關係，讓藍綠之爭轉化為世

代之爭，為民進黨取得二度完全執政的門票。強調世代落差、當代生活慘

況的說法也吸引到不少人的共鳴與應和：每年勞動部、主計總處或者就業

服務網站發布的各類調查或統計報告，不斷呈現與強化青年薪資倒退、加

班時數拉長、社會保險縮水的現實，新聞媒體針對青年創業與社會貧窮現

3 指民國80-89年，即是西元1991-2000年出生的人口。其他「年級」如七年級、六
年級、五年級則以此類推，係指民國70-79、60-69、50-59年出生的人口。1991年
出生的人大約在2013-2014年間自大學畢業、開始尋覓第一份工作，到了這篇文章
寫作的當下（2019年），1995-1996年左右出生的八年級生也開始踏入職場了。

4 以下的例子可供參考：徐珍翔。2 0 1 8 / 1 1 / 0 1。〈怎麼看八年級職場新鮮人
抗壓性？最多老闆說水蜜桃、第二多選檸檬⋯⋯〉，《信傳媒》。R e t r i e v e d 
from: https://www.cmme dia .com.t w/home/artic les/12555 on Aug 5, 2019；盧智
芳。2013/06/01。〈總編輯的話：轉一下，8就變成∞〉。《Ch e er s快樂工作
人雜誌》第153期。R etrie ve d from : https ://www.che ers.c om.t w/ar tic le/ar tic le.
action?id=5049487 on Aug 3, 2019；〈作者不詳〉。2019/07/19。〈八年級生求
職態度超差？要求「30K以上拒加班」眾人戰翻〉，《今日新聞》。R etrie ve d 
from: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719/3510528/ on Aug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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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奇觀式報導、中年文化名人的自我懺悔也強化了上述的事實。5 

總而言之，「世代」顯然成了當前指認、分析與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

關鍵。時代的問題被解釋為不同世代之間的矛盾與落差、個別世代內在本

質的缺陷或不足。然而，世代與時代間的關係又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呢？

我們為什麼這麼強調世代能夠有效解釋與解決社會的諸多問題？也似乎很

少有人質疑：為什麼在各項人口統計中，可以用十年作為世代的劃分？這

十年內出身、個性與經歷可能天差地別的人們，又為何可以被統一簡化為

單一特徵的世代？世代之所以成為問題，雖然不能歸諸於單一原因，但也

有人注意到了不同世代在不同生命過程中，因經濟與就業環境的不同，使

得世代的習慣、態度、風格和價值觀，乃至於政治位置產生歧異。6這樣的

討論固然存在經濟決定論的嫌疑，但也開啟了另一種考慮世代的途徑：透

過結合臺灣的經濟發展軌跡與個人在經濟發展之下不同生命階段的感受，

世代或許能夠藉此從浮面的差別，深化為具有理論與歷史意涵的分析。

當前臺灣世代問題所根植的土壤，是一個極端重視「感受」的政治環

境。例如臺灣最常出現的政治口號之一「有感經濟」，意思是要讓人民對

經濟成長有所「感受」。感受不只是對於政府施政的滿意度，更多時候是

指生活品質的變化，例如工作重不重？今年有沒有加薪或年終獎金？油價

貴不貴？門前的馬路平不平？便當一個要多少錢？衛生紙、口罩還買不買

得到？細微的生活細節，構成了人們基本的生活感覺與經濟感覺，型塑了

人們的政治偏好。「感受的政治」強調個人生活品質的累積與進步，這些

純粹個人的體驗幾乎成了覺察社會存在的唯一礎石；至於個人與社會之間

的連結、以群體的一員生活在社會上，作為集體與個體之間中介的社會感

5 例如劉克襄〈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一文，便引發四、五、六、七、八各年
級的爭相共鳴。見劉克襄。2015/03/12。〈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蘋果日
報》。Retrieved from: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50312/36432517/ 
on Aug 3, 2019.

6 例如許建榮從就業與經濟數據解釋為何六年級在政治場域中噤聲，見許建榮。
2018/04/29。〈Taiwan In Numbers：時不我予的「六年級」世代〉，《上報》。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9535 on Aug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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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付之闕如。7關於「感受」的政治，也強化了世代在直觀上對於社會問題

的解釋力。

感受的政治之所以與世代有關，源於每個世代在不同生活階段的不同

經濟條件、處在戰後台灣與戰後資本主義不同的發展階段，及因此所產生

對社會的不同感受性。臺灣在戰後歷經「奇蹟」到「鬼島」的大起大落，

每個年齡不同的人，在不同年齡段的生命經驗都貼合在這同一段歷史之

上，也因此發生不同的變化和轉折。8在感受至上的情感結構中，情感特質

與情感差異成了世代問題的關注重點。企業主管不斷提及青年在職場裡抗

壓性低、偏好酸言酸語、難以溝通、想法淺薄；9在音樂、文學等流行文化

中，青年自我定位在厭世、艱困、焦慮與失敗主義的情感位置⋯⋯10不同世

代基於不同經濟社會政治環境所產生的不同情感特質，造成了世代之間的

落差感與互不理解。若不試著追蹤這些特質，並進一步指認我們賴以解讀

不同世代情感特質的感覺結構，世代將淺薄化為僅具人口統計意義、斷限

意涵不明的同齡群體，徹底失去可能的分析意涵。

為了跳脫世代之爭的妒恨鏈鎖，重新體悟與同理世代間彼此的差異，

重建「世代」論述的來龍去脈是本文的核心目的。這意味著，我們必須

解釋「世代解釋」本身（特別是青年與其他世代之間的矛盾），並解構

7 趙剛（2014）曾對「小確幸」論述及推崇小確幸的現象進行診斷，他認為小確
幸是「資本主義發展沉滯期所產生的一種高度政治性的特定文化想像」，其知
識後果則是「防止社會苦難向經驗、理論，與社會探索開放。」在「感受的政
治」語境之中，連結國家總體數據、政府施政表現，以及日常生活經驗之間的
中介被隱藏了起來。在此，人們重視的是自身個別生活所生發的感受，這種感
受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卻很少被討論，或往往陷入藍綠兩黨惡鬥的敘事框架
之中。也因此，小確幸可說是「感受的政治」具體而微的表現。

8 例如張晉芬（Chang 2017）運用臺灣社會基本變遷調查的資料，發現在不同的
職業、教育、性別、企業規模和僱傭條件的條件下，面對2008年金融海嘯時，
所需的所得獲取時間將大不相同，其後果則是所得不平等的持續擴張。

9 這也反射出企業主管養成自身情感特質的歷史過程：咬牙苦撐的封建職場環
境、對問題傾向沈默、想法深但窄且執著等。但問題是：至今仍倖存在職場上
的高階主管們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年代？是在經歷過什麼樣的經濟條件（多高
的薪水、多快的加薪、多好的勞動條件、多封建的職場文化）以後，這種性格
才能成立？

10 此點可參考同場論壇如王智明、張智琦等人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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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代論述與世代再現的遮蔽性；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建構世

代論述與時代狀況之間的關聯。 11本文借用馬克思主義成人教育家威廉斯

（Raymond Wil l iams）的「關鍵詞」（keywords）概念，依序探討三組在

不同時代出現、涉及世代的詞彙，分別是：「少年／青年」、「草莓族／

新新人類」，以及「崩世代／厭世代／悶世代」。威廉斯（Williams 2015: 

x x v i i）認為，關鍵詞對特定的活動及其詮釋相當重要，並具有約束力；對

某些特定的思想形式而言，亦是如此。這三組詞彙在其誕生的當下，都指

涉相同的年齡層（20-30歲左右的青年群體）、也代表著社會如何認識與理

解青年，但卻因為外在脈絡的不同，這些詞彙所蘊含的期許和情感並不相

同。關鍵詞雖不能徹底反映出文化與歷史的變化，但卻內涵了文化與歷史

的重要變化（ibid.: xxxiii）；而對本文來說，從今日回看這些涉及青年世代

的關鍵詞，目的在於梳理世代如何成了社會問題的詮釋，在世代成為問題

以前又歷經了怎麼樣的概念流變，並且重新思考青年群體面對的現實處境

的變化。

二

在中文世界，青年群體擔綱國家希望與重任的意象，只是上個世紀

的發明。在《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清代章回小說中，「青年」都只

是指涉年少的紈絝子弟，或二、三十歲左右的男女，這個用法最初和「少

年」、「青春」混同。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和西方列強動輒以老、弱、

病等負面的、身體的形容詞描述中國，梁啟超（1900）因而提出〈少年中

國說〉，試圖以「少年中國」來激發中國少年的愛國情懷，對抗日本批評

中國為「老大帝國」的說法。接受了現代化為中國必然命運的前提，梁啟

超寄擺脫封建風氣的希望於中國少年，以中國的國體與少年的身體互喻，

但卻也複製了西方的帝國慾望。在一連串老少對比之中，作為年齡群體的

11 呼應陳崇真（2019）延續對貧窮再現的批判，他認為當前的青年貧窮再現其實
掩飾了「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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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年」與國家願景的「少年中國」才逐漸合而為一。12 

當時形成的年齡論述不只有「少年」一種，也包含「青年」。 131895

年，美籍傳教士來會理（D.W i l l a r d L y o n）在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的指

示下來華，正式代表基督教青年協會於天津開辦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並向北洋大學的學生推廣籃球運動。1 9 1 7年，由各地基督教青年會所組

成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開辦《青年進步》雜誌，在其發刊詞中提

到，要透過培養青年人的「品德、知識、身體和協作精神」等四種美德，

才能使青年進步，並對「家庭、社會和國家有所作為」。基督教青年會賦

予了青年與傳統的「青年」不同的現代寓意，是指相對於封建、愚笨、粗

俗等諸種舊惡，具有強健體魄、堅定精神的現代青年（李宜涯2011），推

廣運動、發行刊物是其打造現代青年的手段。1 9 1 5年，陳獨秀（1 9 1 5）

創辦《新青年》雜誌， 14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將青年譬喻為社

會的「新鮮活潑細胞」，其任務在於執行「新陳代謝」來促進社會的「健

康」，「以自覺而奮鬥〔⋯〕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

想。」在陳獨秀心中，青年所背負的時代使命，必須是「自主的而非奴隸

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

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這些精神正是

1 9 1 9年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先聲。〈敬告青年〉一文試圖召喚的對

12 關於〈少年中國說〉更細緻的分析，包含其中的老少對比、帝國慾望等問題，
尤其重要的是該文在時間軸上的跳躍不定，請見劉人鵬（2 0 0 0）、梅家玲
（2001）。

13 除了少年、青年外，孩童也是當時出現的年齡建構之一。關於少年、青年與孩
童論述之間的關係，請參考梅家玲（2006）。

14 《新青年》雜誌原名《青年雜誌》，是在1 9 1 6年出版第二卷第一號後才更名
的。按照陳獨秀友人、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的說法，是因為負責出版《青
年雜誌》的群益書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來函，認為該刊刊名與基督教青
年會的《青年》雜誌、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上海青年》雜誌過於相似，
要求予以更名。見趙曉陽。2 0 1 2 / 0 6 / 0 8。〈《青年雜誌》為甚麼改名《新青
年》〉，《中國社會科學報》314。R e tr i e ve d f rom : http ://ss cp.c ssn.cn/x kp d/
hh/201206/t20120608_1121660.html on Aug 5, 2019.

陳獨秀是否主動挑選了一個與基督教青年會刊物相似的名稱？有說法認為
因北洋政府的報律壓制談論社會進步言論的報刊，卻獨厚基督宗教，選擇與基
督教青年會刊物類似的名稱形同是種保護色；又或者可能來自陳獨秀對基督教
精神的崇仰（王燁、李永奇2009）。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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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在大學校園裡接受西式教育與新思想、承擔社會改革責任的大學學

生。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擴大展開，更讓「青年」和「學生」在政治舞台上

取代少年，成為文化啟蒙與社會改革的領頭羊（梅家玲2006）。在民國初

年的西方傳教士與五四人士眼中，少年與青年的身體和智能，就是促進病

中的、作為大身體的「國體」新陳代謝、返老還童的細胞。

在五四運動以後，原先閉鎖於校園內的學運，漸漸擴散為在校外廣泛

介入政治的學潮。近代史學者呂芳上（1 9 9 4）指出，從五四到北伐，學

生運動漸漸政治化並向校外擴散，與民族主義的反軍閥、反帝國主義運動

匯流，再慢慢轉變為政黨吸收學生的政黨之爭，因此是從「學生運動到運

動學生」的轉變過程。青年／學生之所以積極入黨，是因為學生運動轉為

政治運動之後，學生需要尋找可供依附與歸屬的思想和資源，此時的青年

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均將學生看做可以積極發展與組織的人才，紛紛召

開以學生為主的黨員大會和組織學生黨團、黨部或青年團。15然而，從五四

運動到北伐，國民黨為治理國家的政治需要，吸收軍閥與北洋政府官僚入

黨，使得黨內也習染官僚風氣，再加上以武力清除黨內的進步與左派份

子，使得國民黨漸漸失去對知識份子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因為對學生

缺乏策略、方法、綱領和堅實的組織運動，後來也沒有把握「抗日救國」

組織青年的時機，國民黨在青年組織方面顯然落後於共產黨。

儘管在1 9 3 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國共雙方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但

在對青年的爭取上，雙方卻仍是競爭對手。1 9 3 7年，中共將原先專責培

訓工農紅軍的紅軍大學改組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連同延安的陝北工

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幹部學校，開始對外擴大招收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

在1 9 4 1年國民黨截斷西安至延安的交通以前，知青赴延安近萬人（王鋒

15 1920年8月開始，上海、北京、天津、長沙、武昌、廣州等地紛紛成立社會主義
青年團（SY），1925年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代會後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
（CY）；1924年6月，國民黨於上海召開國民黨上海學生黨員大會，並設立「平
民教育委員會」以推廣三民主義。1923年，少年中國學會分裂為國家主義與共
產主義兩派，前者於巴黎設立青年黨，再於1925年設立「國家主義青年團」，
與國共兩黨爭奪學權；後者則加入共產黨。關於上述三黨青年組織更詳細完整
的整理，請見呂芳上（1994: 24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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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另一方面，國民黨則透過招訓青年、貸金及公費制度輔助青年就

學就業，並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為反制。這些制度雖對掌握青年有一定成

效，但隨著戰事膠著、大後方經濟困窘、軍人與官僚的貪污腐敗，招訓、

貸金與公費制度紛紛無以為繼。三青團也因缺乏經費人力與資源、淪為黨

內派系鬥爭籌碼，甚至因為黨團不合的緣故，重蹈戰前國民黨青年組織的

覆轍，致使青年漸漸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呂芳上1994; 曹忻2008）。

從五四到北伐，再到抗戰期間，青年論述由最初的啟蒙主義與理想主

義、青年身體與國家國體之間的連結與比喻，因為政黨的中介而有了清晰

具體的政治傾向、組織形式與行動規劃。但青年從譬喻落為實體的動員過

程，也使得原先其所蘊涵的政治意涵發生變化：從國家與國體現代化的雙

重抽象意象，到被具體集結、擔負國家與改造機能的動力，再縮窄為政黨

爭奪政權的動員與爭取對象。

三

1949年年底，國共內戰節節失利的國民黨敗逃至臺灣。但在4月「四六

事件」爆發、五月宣布臺灣全島戒嚴以前，島內的學生運動仍如火如荼地

開展。161950年6月，南北韓局勢一觸即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臺灣海

峽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此舉形同美方確認與強化中華

民國的戰略位置與國際地位。蔣介石在臺灣地位獲得美方的有力支持後，

遂在同年8月組成中央改造委員會，重新展開大陸時期未完的國民黨中央改

造案。此次改造除了廓清黨內派系之爭、確立蔣介石在黨內的主導權外，

同時也重建了國民黨的黨務系統，將臺灣原先低度發展的黨組織深入婦

16 本文並未處理的是，戰後至政府遷台前（1945-1949）臺灣社會關於「青年」的
想像與論述，亦受到日殖時期中等與高等教育和青年組織所生產的青年概念的
影響。而更重要的是，臺灣史中的青年論述與近代史中的青年論述之間存在什
麼樣的關係？不過，本文更關切的是在戰後總動員體制之下，中華民國政權透
過催動青年論述對青年群體所執行的強制性政策安排，因此相對於考察日殖的
青年意涵，民國的青年意涵毋寧更加重要。日殖時期的青年論述建構可參考陳
文松（2015）。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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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農民、漁民、知識份子與青年之中。記取在大陸慘遭共產黨學潮打擊

的教訓，蔣介石高度重視青年教育與組訓的重要性，「無論黨部、政府、

軍隊的根基，是全在於青年。」17蔣介石也曾直指失去大陸的原因在於「教

育與文化」，尤其是「學校教育中，不注重生活教育和人格修養教育」。

為了反攻大陸，就必須反省國民黨在教育上的失敗。國民黨之所以在五四

後爭取學生的校園戰場上敗給了共產黨，蔣介石認為是因為五四精神的內

容不為人所深切研究，「於是民主與科學失其精神的依據，乃至為共匪的

唯物論乘機利用。」他因而強調必須要重新以三民主義詮釋五四精神：

「民主」是遵從「紀律」與「法治」的民權主義，而「科學」則是「窮

理致知」，足以替代民生主義，遺漏的是對應民族主義的理念—「救

國」。為了對抗共產黨壟斷詮釋權的民主與科學，針對青年的救國教育也

就承擔著收復大陸的「第一等責任」。18 

除了在校園中佈置知識青年黨部外，國民黨也設置了推動黨化教育與

17 相對於被賦予無盡希望的青年，在蔣介石來台後的談話中，「少年」只有三種型
態：除了「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之外，在臺灣，有若干因社會虛華風氣而傾向不
良的太保、嬉皮；在大陸，有因共產黨而失去自由的紅衛兵，見蔣介石。1968。
〈對國民教育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課程之指示〉。《先總
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七。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d.org.tw/ccef001/
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35:0004-128 on Aug 7, 2019. 

 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第三種兩岸對比的說法則有被強化的趨勢，
同時也更強調少年升學時應考慮「國家建設需才孔急」的情況。見蔣介石。
1 9 7 1。〈對國民中學首屆畢業學生訓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二十九。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
content&view=article&id=2027:0015-30 on Aug 7, 2019. 

後兩種對少年的想像，都預設了一種純真、自由，而且無助的少年的原
型，因為諸多原因而被迫身陷困境，必須由國家和家庭嚴加管教。關於法律如
何建構了當代臺灣少年主體的過程，可見劉晏齊（2015）、何春蕤（2017）。

18 見蔣介石。1 9 5 1。〈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
係〉。《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四。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d.
org .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74:0023-18 
and 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
&id=2342:0022-19 on Aug 7, 2019.

關於科學與民生主義之間的連結，據孫中山（1924）〈民生主義第一講〉
所說，民生主義即是要解決當時國外已出現近百年的社會問題。立基在同意馬
克思探究社會問題的「科學」方法，卻反對馬克思對於階級、唯物論與剩餘價
值論的基礎上，民生主義必須先透過科學，「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
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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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訓練的青年組織即救國團，其出現代表國民黨對青年運動的高度重視

與積極推動。1950年，台大、師大等大專學生倡議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抗俄

聯合會，是為救國團前身。1 9 5 1年年底，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組

反覆研議後，依循「民族主義救國」的口號，提出中華民國反共抗俄救國

團組織原則，並邀請教育部、內政部、國防部總政治部等從政黨員負責籌

備。 19在該組織原則中，規劃了救國團在反攻前、反攻時與光復後三階段

的不同任務：在反攻以前，救國團團員負責「參加各種訓練，從事社會服

務，協助文化宣傳，社會調查，推行政令，以及發動勞軍、從軍及總動員

運動」；一旦正式反攻大陸，團員將隨即編入戰地政務系統中，「協助軍

隊擔任運輸，救護，情報，通訊，組訓民眾，整理戶籍，肅清匪諜，建立

社會秩序以及有關戰時工作。」20由此而言，救國團混合了準戰時體制的青

年組訓工作，以及戰時體制下的戰地政務工作（i b i d.）。1952年青年節的

〈告全國青年書〉中，蔣介石正式宣布將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讓

廣大青年在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之中，獲得「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

政治的全面改造」。 2 1同年5月，行政院頒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

原則」，為設立救國團的法源依據。10月，救國團正式成立，隸屬國防部

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第一屆主任，原青聯會成員則全數加入救國團。

在救國團的想像中，足以承擔救國重任的青年，必須是對戰爭妥當準

備的、具有強健體魄的軍事身體，反攻戰爭是訓練與規劃青年身體使用方

式的前提。1950年代，救國團主要負責軍訓教育、愛國教育與暑期營隊等

三方面的工作。在軍訓教育方面，其兩大原則為「體育的國防化」與「課

外活動的軍事化」，22也就是將軍事教練的內容當作體育課程授課（例如國

19 〈作者不詳〉。1951/02/19。〈中央改造委員會第297次會議紀錄：報告各級黨
部小組提建議案對研討黨政社會興革、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應積極準備研
商籌備等事項及討論決議設計會提擬具中央改造會各處組會40年度工作總檢討
報告案〉，〈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紀錄摘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
藏，典藏號：002-110701-00011-001。

20 轉引自郭楠暘（2018: 98）。
21 蔣介石。1952。〈中華民國四十一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先總統蔣公思
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三。Retrieved from: 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51:0004-74 on Aug 7, 2019.

22 出自幼獅出版社編（1952），轉引自張以牧（201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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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基本教練、障礙賽跑、手榴彈投擲、枕木運動等等）。課餘與課外時間

的日常生活中，同樣施以軍事化的紀律與管理；暑期營隊方面，則是讓青

年與軍人一同在戰地生活，並提供軍隊在戰地政務或康樂活動的輔助，進

一步強化校園內軍訓教育的效果（ibid.）。然而，救國團的積極青年動員政

策，卻在1957年左右慢慢開始退燒。論者多已指出1957年年底試圖淡化救

國團「政治性」的團務改革，其背景是軍訓課程的實施效果不彰、《自由

中國》對軍訓教育的猛烈批評（張婌媚2016）。團務改革的具體內容則包

含在縣市支隊下設青年育樂中心，在大專支隊設立學生活動中心，這些中

心負責在地方與校園內培訓青年的體育與技能、促進校內社團活動的建置

與發展，對今日大專校園的學生活動如「新生宿營」、「XX之夜」均有影

響。伴隨團務改革的發展，救國團營隊組訓的內容也開始有所調整。1955

年後，救國團的暑假營隊中增加了較多技能性與學術性的營隊，其中的學術

性營隊更在1958年轉型為全國性的研究型社團青年年會。青年身體與國體

的連結，隨同救國團表面上的政治性與戰鬥性角色，在此之後便逐漸淡化。

不論救國團去動員化的原因究竟為何，23此時的「青年」論述又再度變

化。相應於美援模式的改變，中華民國政府也在反攻大陸或根留臺灣的選

擇中，開始重新省思和調整經濟政策，推出「加速經濟改革」、「改善投

資環境」的相關法案。在外資來台、鼓勵創業的發展氛圍中，國家對青年

的期待和運用也跟著改變。

四

隨著內部與外部局勢的劇烈震動，1960年代不僅是臺灣威權政體進一

步鞏固的年代，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轉折點。在獎勵投資的政治

風向中，國家一方面鼓勵青年創業，另一方面也將農村青年引導到城市的

23 有論者從內政角度觀察，認為係因五〇年代末期臺灣民心背離國民黨的統治、
青年對於反攻動員心態漸趨消極（郭楠暘2018: 105-110）。但這種說法或許有待
商榷：到底是因為什麼樣的歷史事件，導致了如此的轉變？僅從蔣經國的說法
猜測，更無相關史料佐證，我們無法確知臺灣社會轉變的動力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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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之中，加速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的形成。在此時，原先帶有政治動

員意涵的「青年」論述，在表面上指涉開創新事業的國家頂樑柱、也看似

是通往「青年黑手變頭家」階級流動之路的明燈，但在實際上無法對應到

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只能成為工廠青年的事實。

經濟政策的變動，並不只是經濟發展模式的抉擇，同時也在未來勞

動力市場的發展型態、人口結構的轉變方向等重要議題做出了選擇。得到

國家政策支持的出口導向產業，其主要生產條件包含廉價勞力的運用與美

援物資的補助，這使得經濟政策同時必須考慮到人力發展的問題，也讓經

濟措施同時涉及到了人口與人力配置的調整與轉型。24讓中華民國開始注

意到人力問題的關鍵轉折，則是美方於1 9 6 0年代提出的兩份報告（余煥

模1997），即司丹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 i tute）的「教育與發

展」報告和美方勞工部官員的「臺灣人力問題與規劃」報告。1962年，時

任教育部部長的黃季陸因為前一年赴美參與司丹福大學主辦的克伯萊教育

會議（C u b b e r l e y C o n f e r e n c e），結識數位人力規劃與發展問題的教育專

家，因此注意到「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教育之策劃問題」（司丹福研究

所1962: i-i i）。以此為契機，中華民國便以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為對口，

24 人力問題與人口問題是現代化過程中兩道相互糾纏的一組問題，兩者不應獨立
割裂看待。人力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勞動力再生產」，其具體做法是各種職業
養成與就業服務；而人口問題則必須以「勞動力不生產」解決，透過家庭計
畫、人口控制等方式為之。處在內戰情境下的中華民國，存在一群以「民族延
續」與「反共復國」為宗旨、反對控制人口的保守派，這使得人口問題的解決
或不解決，都帶有高度的政治色彩。唯因篇幅問題，本文並未討論人口問題的
面向。關於中華民國技術官僚處理人口問題的經驗，可參考鎮天錫、尹建中
（1983）。

人力問題被編為國家發展的目標之一，並不光只是為滿足受援國發展的經
濟與政治需要，也與援助國內政局勢的發展有關。六〇年代初期，時任美國總
統的甘迺迪在「新邊疆」（Ne w Fronti er）的口號下推出了1962年人力發展與
訓練法案（Manpow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ct of 1962, MDTA），這項法
案延續了戰前小羅斯福的「新政」（Ne w D ea l）國策，試圖以職業訓練與就業
服務等相關措施，降低經濟繁榮時期的嚴峻失業問題。此外，早在艾森豪執政
期間，美國勞工部就已開始配合美國的援外政策，透過勞工部國際技術援助團
（Department of Labor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Corps, DOLITAC）、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SECO）等單位，以「人力資本與運用」的概念為核心，
向亞拉非等地輸出人力調查與統計、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失業救濟等就業服
務的工作項目，這也是司丹福研究所與魏斯來台的背景。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320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由美國援華公署和亞洲協會出資，邀請司丹福研究所經濟發展處的數名研

究者來台，訪問教育機構、公私營公司行號、政府機關和駐華使館，並對

已受訓人力與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在該份報告中，面對教育與經濟人力

的「甚少配合」，教育又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配合經濟發展」，司丹福

研究所據此在「教育與整個發展計劃之配合」、「改進擔任技能與技術職

位之工作者之地位」、「改進教育素質與經濟關係」，以及「減輕短期人

力不平衡」等四個方面提出意見供中華民國政府參考。具體來看，司丹福

研究所的建議是要求教育部主導與經濟部、美援會、內政部、財政部、國

防部的跨部會合作，一方面盡力宣傳與創造「技術工人」為一種承載現代

技術與國家建設職責、可以作為人生與職涯目標來追求的工人類屬；另一

方面則以入學審查、招生標準、學費政策、性向測驗、職業分析等就學與

就業服務工具，穩定引導學生進入國家安排的教育體制，以便「協調預測

之人力需要」（i b i d.）。1963年，美國勞工部國際勞工事務副助理秘書魏

斯（Harry Weiss）在援華公署署長白慎士（Howard L. Parsons）的邀請下

來台，其所訪談的對象大致與司丹福研究所相同，但訪問的時間更短、訪

談進行得更少。該份報告重新確認了司丹福報告的有效性與必要性，並強

調中華民國政府應在編製經濟計畫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CIECD）

主導下，成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獨立編製人力計畫，並以此改善人力規

劃、就業服務、教育計畫、職業訓練、人力運用等方面的行政作業。這

兩份報告的研究建議，透過1 9 6 4年經合會下增設的人力資源小組付諸實

現。該小組透過與美國勞工部派來的專家何普樂（Chester Helper）等人合

作，整合民間人士、企業家與學者的建議，跨部會合作提出通盤性的人力

規劃，其最早的成果則是歸屬於第四期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的第一期人力發

展計畫。在這項計畫之下，教育、勞動、就業、人口、人力等不同行政部

門的管轄範疇，透過經合會等各部門官員及學者專家的合作而融為一體。

根據負責人力資源小組相關業務的官員的說法（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 

1983），人力發展計畫的基本概念可以用「提高人力素質」、「維持高度

就業」和「改善勞動標準」等三個與「經濟發展」正相關的目標的循環表

達：透過政策完成這三項目標，可以打破「靜態」、「聽天由命」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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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消除工業化過程的「疑懼和抗力」，進而促進經濟的加速發展；經

濟的發展也將帶動人力素質、就業率與勞動標準的不斷提高（行政院國際

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1964）。

對於美方提出的「人力問題」，最明確的回應來自當時剛剛就任行

政院院長的嚴家淦，在闡發人力概念的同時，他也重新定位了政府與青年

於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1 9 6 3年十二月，在新聞編輯人協會會員

大會致詞時，嚴家淦趁機提出了對於美方人力報告的看法，該次演說的講

稿後來被視為「人力政策的指導綱領」（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1983: 

1 1）。在該文中，嚴家淦將人力定位為社會經濟發展、增加國民生產所

需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但是，在臺灣由「農業社會逐漸演變為工業

社會後」，原本被大家庭制度隱藏起來的失業人口或不充分就業人口，頓

時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為此，嚴家淦認為政府應該要「提供一個

良好的創業和發展的環境」，而不是「直接去創辦各業以容納所有失業人

口」；人們—尤其是青年—必須要「發揮創業精神」、「從各行各業

中去創立天下」；而且，在此過程中，拋棄舊有的職業貴賤觀念至為重要

（萬賡年編1964: 1-4）。在嚴家淦的說法中，我們可以發現六〇年代「獎

勵投資」與「人力問題」之間的區別和連結：雖然政府的角色只侷限於創

造有利投資的制度、環境與風氣，但鼓勵的不再只是大型的、外來的外國

資本或本外合營的資本，小型的、新興的中小企業與青年創業家也同樣是

政府所鼓勵、輔導的對象。也雖然此時政府想要宣傳「職業無分貴賤」、

資本家或工人並無好壞之別的觀念，但多數青年仍以自行創業為人生目

標。1966年，由救國團指導、教育部兼辦的青年輔導委員會正式成立，其

最早開辦的業務之一，就是1 9 6 8年的青年創業貸款（王俊昌編2 0 1 1），

該項貸款的目的在於提供有志青年創設生產事業時所需的週轉資金，並

予以持續性地追蹤輔導。不過，該項貸款在創設初期，曾因為抵押品價值

超過申貸金額的兩倍以上，曾被部分青年創業家批評是「為富家子弟而設

的」。25青創貸款後來不斷放寬貸款資格、調降貸款利息、增加貸款額度，

25 桂生。1973/05/05。〈青年創業貸款，無異望梅止渴！現行規定辦法，幾人夠
格借錢？〉,《經濟日報》第7版企業心聲。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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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該項貸款必須緊跟著當時快速改變的經濟環境調整，才能配合青年

創業的需要。

從年齡性的「青年」論述所進行的青年輔導，卻也加深了青年間的階

級性差異。相較於幸運獲得青創貸款支持、備受行政官僚肯定的創業青年，

另一種毋寧更廣大、更眾多的工廠青年，卻往往被國家的視角所遺忘。事

實上，根據在青輔會成立之初即於該會第一組服務的李德武的回憶，我們

可以看出行政官僚對階級屬性欠缺體察的事實。李德武指出，當年青輔會

之所以同時開辦創業與就業的業務，背後的想法是行政效率的考量：「輔

導一個人創業，就可能創造很多個就業機會，這樣的方式算積極的輔導就

業。」（王俊昌編2011: 236-237）對於青年選擇創業當老闆，或者就業做伙

計，李德武則將兩者都視為某種「職業」，並透過就業輔導，讓青年理解

到「當老闆不見得都好，當夥計也不見得都不好。」（ibid.: 245-246）也許

是時間上的巧合，1966年也恰好是中華民國政府開辦「加工出口區」的年

代，大量的女工在中學一畢業後就從鄉村離開，湧入新建的大型廠房裡，

從事工資極低廉的簡單操作與初級加工工作。根據人類學者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的整理，自1965年至1977年間，領受薪資的女性人口從103萬

人增加到了203萬人，其中「製造業、勞力、運輸業」增加的尤其迅速，在

同一期間由13.6萬人增加到68.9萬人，增加了5.06倍（艾琳達1996: 266）。

歷史學者黃富三則觀察到，在1970 年代時，臺灣織造每一碼棉布的勞動

成本僅需1.00美元，相較之下，其他東亞地區如日本（1.09美元）、香港

（1.14美元）、印度（1.40美元）等地均無如此低廉的工資水準。26勞工學

者羅業勤更指出，女工相較於整體勞工或男工的工資偏低、工時偏高，再

加上加班與夜間工作，造成的後果是普遍的營養不良與身體健康失常。 2 7

26 黃富三（1977:  67）認為這源於勞動工資的性別分化，以及加工廠大量聘僱工
資較低的女工的緣故。羅業勤也從官方統計數據中觀察到，在紡織、成衣與服
飾、通信器材、電燈泡、熱明管、精密機械與發電輸電配電機械等製造業中，
女工的人數都明顯多於男工（朱明等1976: 70）。

27 羅業勤寫道，輪班制與夜間工作女工的狀況往往是：「次晨下了班，就迫不及
待地上床休息，一覺睡到四點多，起來吃一頓晚餐，有時候，宿舍設備不好，
日光滿堂，而機器聲隆隆不絕於耳，睡輒難穩，也造成食慾不振。能夠自己使
用的時間常是晚上五時至八時，匆匆料理一下己事，晃眼又到十點上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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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勞工學者所批評的低薪高工時現象，不但延續到1980年代，更被當作

一種國際出口的「競爭力」或「優勢」看待。直到1980年代初期，受迫於

美國貿易法規與世界人權報告的壓力（湯蘭瑞1987; 焦興鎧1989），制定

設有基本工資條款的勞動基準法；出口導向的代工產業在1990年代開始移

向中國東南沿海，要求技術與資本集中的電子產業崛起之後，昔日賺取大

筆外匯的低薪優勢才成了發展劣勢，成為今日政壇競相談論的關鍵議題。

總而言之，「青年」範疇在1960年代開始有了劇烈的變化：原先為戰

爭服務的軍事動員與身體意涵在此逐漸淡化，逐漸轉向、過渡到臣服在經濟

發展的需要之下，青年成為後進發展過程中人力規劃的一環，青年運用腦

力、形成與積累資本的能力更受重視。雖說化為經濟範疇的「青年」已不再

是五四與民國傳統意義之下的政治動員，但既然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也可以

說是在內戰與冷戰的雙重因素之下，朝著「三民主義模範省」、「後進國

家的發展典範」或是「太平洋上的自由燈塔」等政治目標前的結果；將青

年群體劃入經濟範疇，當然也可以說是朝向同一種政治目標前進的政治動

員。再者，我們也在1960年代的人力發展與青年輔導行政工作中，發現青

年群體的階級性分化過程，又或者是看到戰後發展中國家對於青年主體的階

級差異：有資本的青年可以被補助、去創業；沒資本的青年就到工廠裡頭

去，賺取家用或第一桶金。最後，若再從更高的視野來看，不論是創業青年

或是工廠青年，兩者都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被規劃的人力。從此之後，青

年群體漸漸失去了政治屬性，成為經濟領域中特定的群體、類屬和特徵。

五

1 9 7 0年代時，實際來台投資設廠的外國資本規模達到了歷史最高峰

（薛琦1 9 8 5）。不斷來台的外資對臺灣社會造成了全方面的衝擊，除了

技術轉移、外部成本等經濟效果之外，其後果還包含工作模式與職業類別

常常沒有胃口再予進食，就入廠上上線了。結果變成一日一餐，營養不足而很
多夜班女工都有胃病的毛病。」（朱明等1976: 89-90）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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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增和累積，這最終也影響到了青年就業的途徑。1970年代末期至1980

年代間開始踏入職場的青年，比起風險性高的軍人或者薪資低廉的體力工

人，最嚮往的莫非是到辦公室上班的「上班族」。28值此勞動市場劇烈轉

型、新興工作蓬勃誕生的時刻，企業管理專家與工商人士也開始注意到世

代落差對勞動力管理形成的挑戰。與上班族相關的企業管理讀物，討論上

班族的工作壓力、生活訣竅和消費新知的雜誌文章，在1 9 8 0年代蔚為風

潮。《中國時報》系統下的《工商時報》也在1980年代初期推出副刊上班

族版，邀請社會學學者如蕭新煌、張曉春、張茂桂、徐正光等撰稿，討論

上班族的勞動權益、工作心態與社會問題，並集結出版為上班族叢書。 29

當時也有出版社大量選譯關於職涯選擇的日文出版品，如導演出版社的年

輕上班族充電系列、世茂出版社的上班族工作手冊系列等。管理知識的譯

介，表明臺灣的勞動市場管理階層還在摸索與學習該如何與進入職場的青

年相互協調適應，其最重要的參照點則來自日本職場的經驗。

「上班族」逐漸成為日常用語的歷史時刻，也恰好是中華民國政權最

風雨飄搖的年代。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自雷震案以降維持近二十年

28 上班族一詞源於日本，是直譯為「薪水人」（sa lar yman，サラリーマン）的和
製英語的中文翻譯。根據社會學者傅高義（E z r a  Vo g e l）的定義，上班族是指
「商社或公家機關大規模科層組織中的白領員工」（傅高義2015: 27-28）傅高義
認為，上班族的大規模出現，代表著戰後日本新中產階級的現身，也是戰後日
本社會之所以能維持安定秩序的緣由。目前文獻中最早出現「上班族」這個翻
譯的，是在小說家陳映真1978年9月發表的小說〈上班族的一日〉中。（陳映真
2001: 195）

 在小說中，黃靜雄是個被臺灣人主管「欺騙」而無法順利升職，賭氣宣稱要辭
職，但卻無處可去只好回家待著的男人。離開公司的午後，他坐在家中，一邊
思索著上班的（無）意義，一邊試著拾回大學時嚮往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拍攝
社會寫實風格的紀錄片的理想，卻挫敗地發現重操（反資本主義的）夢想的不
可能。在黃靜雄試著找尋不上班的同伴時，他驚愕地發覺，整個世界「早已綿
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裡」，每個人趕忙通勤，「趕
著到這個大機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位置」，上班數小時後回家，只為
了「把終於有一天也要長成像自己同其惶惶然的『上班族』餵飽—養大。」
上班，是千篇一律的；待在家裡不用上班，是從來不應發生的事情，為了「一
點點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而工作的上班族，「家無寧只是一個旅邸罷。」

29 從「上班族叢書」的出版緣起中推測（張曉春1987: 3-4），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
陳映真的〈上班族的一日〉發揮了一定的效果，同時也影響了上班族版專欄的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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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安定與無政治反對狀態，終於被打破；中華民國也於同年與美國斷

交，大量的外國資本偕同美國外交與軍事機構、國際組織一同撤離臺灣，

其後，美國主要透過臺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和亞洲基金會等管道，以

及經濟貿易方面的往來，與臺灣保持非正式、非官方的關係；1987年，政

府宣布臺灣本島解嚴，原先仍受壓制的黨外勢力與社會運動，擺脫了法律

層次上的限制。在經濟上來看，約略與解嚴同時，臺灣的總體經濟數據表

現十分亮眼：不但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超過了一萬美元，經濟成長率也始終

保持在5％以上，並數度超過10％，臺灣的證券市場開戶人數也在1980年代

隨著股票指數波動的劇烈程度快速成長。大量進入都市就業市場、受過較

高程度教育的青年，發展出自主的經濟與消費能力，在當時快速變遷的都

市消費市場，帶來不同於前一代人的購物習慣和生活風格，也進一步改造

了廣告代理（郭良文2001; 胡光夏2004）、內銷成衣（柯志明1993; 溫肇東

2016）、流行音樂（簡妙如2001）、化妝品行銷（藍佩嘉2010）等行銷或

文化產業，使得這些產業在蓬勃成長之餘，變得更加商業化、大眾化，也

更加地「文化工業化」。

不論是勞動市場或是消費市場，青年都已經改造了市場的消費與運作

模式。市場也改造了青年主體，並對此時的青年提出了定義或論述，我們

在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到今日的青年主體被進一步情感化的源頭。在消費市

場中，源於日本廣告業界的「新新人類」因為開喜烏龍茶的數隻巧妙結合

中國文化、現當代藝術符碼以及臺灣鄉土傳統的廣告，而成為流行詞彙。

而在勞動市場的方面，首先是隨著都市化與工業化程度增加、高等教育的

資源集中與擴張，離鄉就學與就業的經驗漸漸稀鬆平常，也因為1990年代

經濟下行、就業難度增加，職涯規劃與就業輔導在此時成為具有一定規模

的產業，如今知名的人力銀行如104（1996）和1111（1998）也都在此時紛

紛出現，連帶地觸動了企業對徵才、招聘等人力資源管理知識的需求。再

者，此時加入生產隊伍的青年，並不像1970年代農村女工進城工作時「畏

懼對社會的情況一無所知」（楊青矗1 9 7 8）、「初次離家的孤單無援／

在心中冷冽拍擊」（李昌憲1981），而是習於城市生活、跟隨流行文化脈

動，甚至帶點憤世忌俗的老鳥。在職場中，到職時間或者世代的先後次序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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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成了等級制度的職場文化的由來，其中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時至今日

仍蔚為流行的「草莓族」。

最早發明「草莓族」這個稱呼的管理專家翁靜玉（1 9 9 3），在其著

作《辦公室物語》中將草莓族（也可以稱為「新新人類」）定義為1 9 9 0

年代「戰後出生（約45歲上下）的人口群所產下的子女（即戰後第二代）

以20歲為主軸（18-25歲）的少年族群」，這一世代因為「出生背景環境

比新人類更富裕，受到更多的保護」，他們在個性上「喜好華麗生活，

不能吃苦耐勞，而且個性驕縱、難駕馭」，正如同溫室的草莓一般，故名

之。翁靜玉認為，草莓族的特殊之處必須透過與「舊人類」（戰後出生，

但在1 9 9 0年代時年紀大過3 5歲以上的人口）比較而來，她共列出十點的

差異（ib id.: xx i i-xxvi），除了第一點淡淡觸及兩世代間經濟發展環境的落

差外（「經濟環境優渥，與勞苦無緣，不知飢餓貧窮的滋味」），其餘各

點都強調草莓族具有某種不同於舊人類的負面精神／情感特質（「忍受挫

折的毅力低」、「內心閉塞害怕孤獨」、「非常感性」）。新舊人類的差

異甚至是病理性的精神構造差別，例如相較於舊人類，草莓族的「精神年

齡發展遲緩。」借用奧地利心理學者佛洛伊德的「快樂原則」（p l e a s u r e 

p r i n c i p l e），翁靜玉甚至聲稱草莓族「喜好及時享樂，追求刺激」，也因

此是背棄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任憑本我（id）主宰的「個性極為

衝動」的「現實症候群」患者與「功利主義者」。草莓族少數的優點，在

於他們「對未來充滿抱負理想」、「樂於從事革新、富創意的工作」，然

而，這些正面性格卻又只能在被資本主義宰制、與舊人類分工合作的職場

中，透過成為一個「有為、有守、有分寸，並能體認『樂在工作』的上班

族」，才具有意義、也才能被看見與肯定（ibid.）。

對翁靜玉而言；抑或對於當年身為草莓族、如今卻已爬升到主管地位

的「舊青年們」而言，他們很可能也認同以上多數的說法，可以套用在今

日的青年身上。社會對草莓族的定義，因此可以說是代代傳承、向下拋棄

的包袱。如果說翁靜玉成書時所謂的草莓族是「五年級生」，我們再以企

管雜誌《C h e e r s工作誌》討論「七年級生」的文章與上述說法相比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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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層層向下「丟包」的過程就會顯得更加清晰。在最早討論七年級的2003

年「七年級來了」專題中，該刊調查了身為主管階級的五年級與剛剛進

入職場的七年級之間的認知差距，例如討論到兩個世代看待彼此在工作上

的缺點時，五年級認為七年級「抗壓性低。接下來是眼高手低、穩定性

差」，七年級則認為五年級「固執、不知變通」。30此外，也有雇主和主管

在受訪時提到面對七年級生的情感窘境，甚至又回到翁靜玉面對五年級生

時的抱怨：這群人「耐壓性低、對企業忠誠度不夠」。31隨後，該刊提出為

企業主管量身打造「搞定你的七年級團隊」的管理建議，其中特別強調七

年級生「情緒問題多」、「溝通有障礙」等負面的情感特質。接著，該刊

又繼續強調面對七年級生的管理，必須要給予熱情的「特殊待遇」，主管

們必須「開始願意放下身段溝通」，因為這個「沒有經濟壓力」的世代不

把「薪水或頭銜鍍金」擺在第一位，而是重視「歸屬感跟團隊情誼」。32以

上對七年級生的說法，其實都和翁靜玉對五年級生的看法相去不遠：生於

富裕時代、重視情感交流（甚至往往公開地表達脆弱與憤怒），卻樂於發

展創意與想像力。與其說這種對情感要求的期待重複是一種時代的巧合，

不如看到橫亙在這些期待的社會背景，或許來自形塑臺灣職場跨世代互動

的、跨時而變遷甚少的情感結構，不論是職場的後到者必須服從於職場的

先到者的社會等級次序，又或者是戰後臺灣發展中對於安定勞動力的需要

與技巧，又或者是在社會追求經濟發展的氛圍中對於勞動力所寄寓的期

待，這些不斷操演與強化的情感，以世代為媒介，不但形成了對於青年勞

動力的規訓，也映照出作為一個偏安的、冷戰體制下生成的資本主義國家

的臺灣的特徵。

30 見藍麗娟。2 0 0 3 / 0 7 / 0 1。〈五年級生V S .工作新世代〉。《C h e e r s快樂工作
人雜誌》第34期。R e tr i e ve d f ro m : http s ://w w w.c h e er s .c o m.t w/a r t i c l e/a r t i c l e .
action?id=5028830 on Oct 20, 2019.

31 見盧智芳、沈倖如。2003/07/01。〈七年級來了！最矛盾的世代，首度進入職
場〉。《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第34期。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eers.
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1502  on Oct 20, 2019.

32 見盧智芳。2 0 0 8 / 0 9 / 0 1。〈5大行動，讓七年級聽你的〉。《C h e e r s快樂工
作人雜誌》第96期。Retrie ve d from: https://www.che ers.com.t w/article/article.
action?id=5028834&page=1 on Aug 5, 2019.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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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文完成的這個2 0 1 0年代裡，以情緒為基礎的「世代」論述蔚為流

行。然而，這只是戰後臺灣青年主體與論述從政治動員的工具轉變為領導

經濟發展的動力，最終再被市場邏輯所吸收的結果。青年主體的寓意轉

變，與臺灣社會從內戰與冷戰體制慢慢「冷卻」、轉進為後進發展國家的

過程一致：在1960年代去軍事化，在1980年代去政治化，最後在2000年代

進一步去經濟化乃至於貧窮化。不同於過去，當前臺灣青年面對的是世界

體系產業鏈向著東南亞、南亞乃至於非洲等今日的後進發展國家調整與移

轉，國家的發展與國際定位處於動盪時期。再者，臺灣究竟應該如何在這

一波衰退後復興的調整期間，重新擺放自己在跨國資本主義的地位，已成

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最重要的問題。其次，隨著經濟起飛的「奇蹟典範」

衰退成奇蹟過後的「衰退典範」（李宗榮、林宗弘2017: 7-10），原先在奇

蹟典範被斷斷續續地處理又擱置的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等社會問題，繼解

嚴後社會力爆發下誕生的公害問題論述以來，第二度成為社會輿論與媒體

報導關注的核心。大量的職安事故與勞資矛盾成為新聞媒體報導的焦點，

勞動法也成了立法過程中最受關注的法律之一。最後，臺灣還有作為偏安

政權的、內戰所遺留且不斷迫近的國際地位問題，這個問題除了隨著兩黨

輪替的政治過程而不斷重複地加溫、失溫外，其另一種表述方式—也就

是認為中國對臺灣內部所施加的影響力已大到不可忽視—也使得統獨問

題被解釋為當前臺灣內部社會矛盾叢結背後的核心矛盾。

在這個時代裡，「崩世代」與「厭世代」是近來定位青年問題兩個最

清晰的座標。前者是親民進黨的勞工團體「臺灣勞工陣線協會」在國民黨

執政時期所提出的政治口號，後者則是在文化界、生活用語中漸漸被廣泛

使用，並因新聞網站關鍵評論網的專題報導而發揚光大的名詞。33如同草莓

族得以不斷生成，源於臺灣解嚴後經濟與社會發展所生產的情感結構，這

33 厭世代和崩世代的意義並沒有被以下的分析對象所完全壟斷和獨占，本文只是
想回到每個概念誕生的原初場景，試著解釋這些概念被創造時所連結和勾動的
情感反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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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詞彙在推廣的過程中，也依附著特定的情感修辭，並透過這些情感修

辭試圖動員與改造社會力量。

在《崩世代》一書中，沿著「財團化危機」、「工作貧窮化」和「少

子女化危機」等三條危機軸線，作者們試圖解析臺灣社會所面對的「全球

新自由主義」威脅。這個威脅呈具為兩岸經貿頻繁往來帶來的衝擊、財團

減稅與公債增加，以及工資停滯和工會衰退等三個現象（林宗弘等2011: 

16-27）。34要解決這些現象，就必須以北歐諸國為典範模型、廣泛介入各

項社會政策領域的「創新福利國」政策，全面性改善社會保障、幼兒托

育、女性參與、勞動條件、居住正義和資本跨國移動的問題（ i b i d. :  222-

238）。「崩」在此指的是臺灣社會的「一整個世代的崩潰瓦解」，也是

指「這個世代憤怒的爆發。」 35在前言中，該書科幻式地搭上「多啦A夢

的時光機器來到2 0 3 0年」，捏造了新聞標題，想像了臺灣將在2 0 3 0年面

臨的大崩壞—「百萬失業狂潮蔓延！」、「財團趁火打劫、民眾仇富再

起？」、「臺灣人口跌破兩千萬！」、「平溪天燈再見！」、「反移民法

大遊行今登場！」、「自殺漢：臺灣社會已崩壞」，並威脅性地警告，

「二十年後，這是你想看到的未來嗎？」（林宗弘等2011: 1-6）在經歷過

一連串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與分析、提出理想中的社會創新政策後，該書在

結尾再度幻想性地創作了另一種但同樣可能的新聞標題—「臺灣失業率

破表但仍為亞洲最低」、「財團趁火打劫、政府Hold住？」、「貧富差距

第二年下降！」、「少子化趨勢逆轉！」、「平溪天燈，幸福再現！」、

「新臺灣之子：我愛臺灣，這裡是我家。」

為了證成這些未來的可能性、現象與民眾生活的關聯性以及其對於

民眾的嚴重性，本書調動了大量社運人士與各個世代的代表以單句推薦詞

或序言的方式支持。從社運人士的推薦詞開始，本書就在強調青年「看

34 不過，因為工會的失能起自臺灣資本朝向中國東南沿海和東南亞移動導致的資
本外移與產業外移，工資的停滯則起自於兩岸經貿往來擴大和工會衰退，實際
上的新自由主義化似乎可以歸結為政府傾資與中國因素兩個現象（林宗弘等
2011: 24-27）。

35 臺灣勞工陣線協會。2011/11/09。〈關於《崩世代》〉。Retrieved from: http://
bombgeneration.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html on Oct 22, 2019.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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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未來的希望」（施朝賢語）、「窮了、不生了、肩膀更重了，也茫然

了！」（滕西華語）。該書請來的四年級、六年級與七年級的代表，也

為臺灣社會的崩壞作證。四年級生的楊壹郎（2 0 1 1）憂心的是，在國家

傾向財團時，不但經濟發展的成果在數十年內就被掏空，「也吞蝕掉年輕

世代原本應該擁有的希望。」他一連串的感嘆，特別關心自己子女的未

來：「看著報紙寫的碩博士生找不到工作，也必須爭破頭擠進清潔隊捧公

家飯碗，我就憂慮一對就學中的子女，出社會後工作會順利嗎？會不會領

著低薪還要害怕失業？又或者被迫接受勞力輸出的命運？唉，像我們這般

普通又無家世背景的父母，怎會不擔心子女的未來？」  六年級生蘇凱蕊

（2 0 1 1）從父母、自己以及子女三代之間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下的生活

說起，並坦承地說出對於自己子女所處的學歷失效、工作機會減少，以及

與大陸資本和勞工競爭的惡劣成長環境的擔憂：「教育程度不再是生活的

保證，因為社會上的工作機會可能已經少一半。『實力原則』的標準早該

重新定義，更何況還有虎視眈眈、宛如螞蟻雄兵般又便宜到死的426？」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她沿著《崩世代》一書的思路，想像著大女兒長大

後可能的未來：「她可以選擇安心帶著孩子或另一半，走在寧靜的社區公

園，不用擔心隨時會失業、治安敗壞、族群衝突、政府破產，還有怎樣都

清不完的滿地狗大便。我希望那是一個文明自律、和平共生的世界，一個

人類歷史不斷重蹈戰火覆轍、尚未達到的境界。」七年級後段班的羅映儒

（2 0 1 1）則以抒發個人感懷式的抽象語氣，呼喚與自己年紀相仿的七年

級生，讓大家「能夠併肩伸出胳臂，關心正在呼吸的臺灣社會，究竟是哪

裡堵塞了？」；她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崩世代》，「試著讓自己多去思辯

看看事實背後的真理，如同我們明白飲水思源的道理一樣〔⋯〕一同成為

崩世代的拒馬，將財團化、貧窮化、少子女化矗立在我們的國家之外。」

《崩世代》以政府與財團勾結和中國因素為引，從日常生活與社會現象看

出社會崩壞的前兆，並提供了兩種想像的未來：是要一個中國入侵、社會

崩壞的臺灣，還是要一個可以回去的、有著家的溫暖的臺灣。該書的世代

代表無不動用情感性的修辭，有些可能是對未來感到絕望的，也有些是充

滿盼望的，或只是溫柔地希望能夠有多一些人關注和思辨，其中也夾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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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優越感和民族主義的雜音。這些修辭尋找著日常生活中的崩壞，跳過

連結日常生活與社會崩壞持續放大的中間機制，並將這些崩壞蔓延成對於

下一個世代的擔憂—擔憂子女的工作機會、擔憂未來出去工作的薪水，

也是擔憂臺灣社會可能的治安敗壞、族群衝突與政府破產，但卻也是擔憂

社區公園裡會不會「滿地狗大便」，臺灣會不會到處都是「便宜到死的426

（即大陸人）」。崩壞起自細碎的生活感受，但好像又可以與整體大時代

的政治與經濟趨勢呼應，在細碎感受所湊起的世代崩壞感中，年輕世代的

未來成為了值得被擔憂的目標。

另一種流行的世代情感，則是「厭世」：對於未來的迷茫，以及對於

無力改變未來的現在感到無可奈何。在以「厭世代」為標題的書中，關鍵

評論網的記者吳承紘透過採訪厭世青年、中小企業主以及官方的說法，試

圖呈現生活在這個時代裡的不容易、無出路以及挫敗感。該書透過細緻的

深度訪談，討論了厭世代在情感標籤之外的生活處境，公車的票價、吃飯

的開銷、學雜費的多寡，掙扎試著滿足（來自富裕世代的）父母的期待，

也談了青年的勞動力有多麼廉價。吳承紘（2017: 14-15）在書中感嘆，這

些人「啣著滑鼠出生且擁有臺灣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素質，日日在街上與我

們擦身而過〔⋯〕但他們卻疲憊而『厭世』。」為什麼厭世？原來，「原

本應該是發光發熱的年輕一代，因為低薪而失去夢想的力量，對未來充滿

徬徨，隱隱的不滿無從抒發，只能在不友善的環境裡想辦法找到出口，擺

脫這一切。」對吳承紘而言，當代青年最核心的生存難題在於低薪。因為

低薪，厭世代「連夢想都沒資格擁有」，在這個以買房、買車與結婚為人

生勝利組的社會中，青年承襲了這一切觀念的重壓，但卻又面對著觀念與

現實的巨大落差，正是「厭世代們最深層的厭世來源」（ibid.: 78）。吳承

紘在書中各處清楚地指出，問題不在當代厭世的青年身上，而是因為臺灣

的就業市場結構與初入職場的薪資無法跟上時代潮流，問題在於這個「隱

藏在背後的『加害者』與體制」，任憑青年被潮流刮走（i b i d.:  88-89）。

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我們可以讀出吳承紘對於時代的無奈，以及他對於身

邊青年朋友的厭世、避世、棄世的同理和更多無奈。然而，這些情感最終

又該歸於何方？到底隱藏在青年低薪問題背後的加害者是誰？本書收束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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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對政府官員的訪談，訪談的內容顯示了吳承紘對於終結厭世的建議作

法。在本書的結尾，吳承紘先是透過對中經院副院長王健全的訪談，連結

了臺灣經濟發展、中小企業與青年低薪的問題並提出分析。王健全在訪談

中指出，臺灣青年的低薪困境源自於在不當的產業政策下無法順利擴張盈

利的中小企業。因為內需與消費不足、中小企業衰退，再加上產業無法成

功升級，「GDP沒有成長，所以你薪水當然上不來。」（ib id.: 134）既然

產業升級失敗才是低薪的主因，解方就不在保障勞工不受雇主剝削、也不

在主動改善勞工的薪資條件，而在於如何讓雇主的利潤增加，或是促進市

場機制能夠更健全地發展。延續這個問題意識，吳承紘接著對新創立委余

宛如追問要如何讓產業順利轉型（對前者而言，這是解決低薪問題的根本

之道），余宛如則強調，產業轉型的第一要務在於鬆綁各項法規，只要法

規可以鬆綁，就可以「有青年因此找到舞台成為創業模範」，重點是要為

青年「創造舞台」，讓他們看到「未來的機會」（i b i d.:  143-147）。雖然

吳承紘指出了厭世的經濟基礎，也說明了經濟基礎崩毀時青年自然產生的

厭世感，但對他來說，解決厭世感的方式卻是重複鬆綁法規、獎勵投資的

老調：讓青年去創業吧，創業是創造希望、就是創造未來，政府只要給他

們自由和獎勵就夠了。放在1960年代前景大好的經濟上行期間來看，創業

或許是走在黑手變頭家的大道上最符合經濟理性的舉措。然而，在2000年

以降反思新自由主義惡果的聲浪中，余宛如卻繼續提倡政府的最小化，並

將其冠以希望與未來之名。這些作法是否有效，在過去60年來的實踐中，

或許不能說是缺乏實證證明；然而，由國家主動地創造便於就業的市場環

境，是否具有任何歷史時段都有效的普適性？在1 9 7 0年代的石油危機、

1990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乃至於2010年代初期的金融海嘯中，似乎展現

了其確實存在著風險與不穩定性。這或許也顯示了「厭世代」情感內裡的

邏輯矛盾。

崩世代或厭世代，其基礎都從細小的生活感受出發，特別是薪資的倒

退。近幾年來，臺灣青年初入職場的薪資，不但沒有從上世紀末的金融風

暴中痊癒，更沒有從2009年的金融海嘯中復原。薪資倒退數十年，已是每

年反覆出現的「舊聞」。然而，這些生活感受的情緒要指向何方？薪資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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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和社會的崩解又是誰負起責任？《崩世代》的作者認為必須要重新打造

臺灣的國家體制，《厭世代》的作者則提議要產業升級、鼓勵新創。為了

達成他們各自倡議的議程，兩方都調動了強烈的情感：維持現狀就是「絕

望」、「茫然」、「徬徨」、「厭世」、「無力」、「無可奈何」，但試

圖改變現狀又需要什麼樣的情感？若按照各自的政治議程前進並達致理想

的社會，這些情感就不會存在了嗎？更根本的質疑是：這些作者提出的社

會發展提案，真的能夠改造並糾正臺灣的經濟體質，擺脫財團治國或青年

低薪的窘境嗎？

七

世代論述原是清朝末年的發明，其中的「青年」曾帶有光輝、希望與

改變的政治意涵。隨著先內戰、後冷戰的結構性制約，青年主體一路從改

革運動、政黨動員，掉落成反共軍備的主體。當青年的身體與政治意涵被

汲取殆盡，這股論述跟隨著臺灣在1 9 6 0年代啟動的一系列政治與經濟改

革，在後進發展過程與政治與經濟的變動關係中，被重新改編為「經濟發

展的原動力」、「國家的主人翁」，從街頭和戰場走進了工廠與辦公室之

中，屈服於發展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下。在外國資本和全球產業鏈深刻地改

造臺灣社會的經濟體制時，也因為緊迫變遷的外交關係與國際地位、黨外

運動與解嚴，以及社會因富裕而不斷加速的都市化與工業化變遷，青年們

被新自由主義市場給重複包裹，成為資本從商品與勞動力兩方面雙重的剝

削對象。2000年以降，青年卻又反倒成了「貧困世代」裡的「窮忙族」，

追逐著高速發展結束後的幻影，活在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夾縫。

本文粗略地回顧了戰後臺灣青年論述從政治層次轉往經濟層次的歷史

過程，並以相伴於這段情感歷史的臺灣經濟發展史作為往復對比的對象。

背後的依據與信念是：隱身在感受政治與情緒反應背後的情感結構，應該

要被看成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結構的一部分。這也是說：經濟發展史之中的

情感與感受性，將是我們認識經濟發展過程的另外一條重要進路。具體

戰後臺灣「青年」論述的發展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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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我們也應該探究的是：人們是如何在戰後的歷史時空中，認知乃至

於體會中華民國政府國際居冠的經濟發展成就？政府部門如何對人民宣傳

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人們又是如何接收和理解這些攸關經濟情勢的政治宣

傳？經濟訊息是如何被感受、接收、理解、體會，人們的生涯抉擇又是如何

被這些經濟資訊所影響？這些探究並不是試圖古典地強調「下層建築決定

上層建築」，畢竟經濟現實並不是決定情感知覺的唯一條件。考慮到過去

的討論較少從長歷史時段追蹤特定論述的建構與發展，也較少後設地觀察

「世代」概念。不加反思調度世代差異，宣稱某某世代如何又如何，這絕非

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抱持的心態。作為開啟看穿世代論述的起點，本文只

是一份備忘錄，試著從某些較為顯著的歷史時空中讀取線索，以此提示後

來的研究者和青年行動者：這些事件中蘊含著「青年」在改造現實的能力

上的局限與可能性，若能好好掌握，那麼這世界歸根結底是屬於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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